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 16行为年 80以上与年 6以下之口数。汉代，6 岁以下为幼弱，统计6 岁以下口数，
与口钱的征敛有关。汉初“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”③，汉武时曾一度将纳口赋钱的上限
提高到 3岁。汉元帝时，根据贡禹的建议，恢复为 7岁起征④，东汉因之。永始四年前后编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⑤ 谢桂华等《居延汉简释文合校》第 55页，文物出版社 1987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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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室名籍报宗正，边郡屯戌区的簿算，由大司农部丞掌管①。有关刑事案件的情况，很
可能是呈廷尉（大理）。
《后汉书·百官志·州郡》所记与胡广注，还有一点需要辨析，这就是县这一级是否也
造《集簿》上计于郡国的问题。《后汉书·百官志·州郡》谈到县令长、侯国相“秋冬集课 ，
上计于所属郡国”，胡广注曰：“秋冬岁尽，各计县户口垦田，钱谷入出，盗贼多少，上其
集簿”，都谈到秋冬岁尽，县令长与侯国相要上计于郡国。今人据此亦多认为汉代的上计分
为县级上计于郡国与郡国上计于中央两级②。
我们认为，秦汉时期，县、乡有“计”，有“簿”，郡国上计的《集簿》，各种统计数
据来自各县的统计数据，县的统计数据来自于乡，乡的统计数据来自于里，这是没有问题的 。
但这不等于说，县有《集簿》上计于郡国，乡有《集簿》上计于县。先秦秦汉传世文献与出
土文书，言及“上计”不少，但除上引《后汉书·百官志·州郡》及胡广注外，仅见《吕氏
春秋·知度》记 ：“赵襄子之时，以任登为中牟令，上计，言於襄子”，与《秦律·仓律》
规定：“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仓，与计偕。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”等。但《吕氏春秋·知度 》
与《秦律·仓律》所言都是在实行郡县两级制以前之事。时“郡”不统县，“郡”与“县”
平衡，所以县级上计直达朝廷③，与两汉时期郡国向中央上计一样。由此两例皆不足以类推
秦汉时期县要造集簿“上计”于“郡”。
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，言及“计吏”者亦复不少，但这些“计吏”无一例外都是受
郡国派遣“上计”于朝廷，绝未见受县司派遣“上计”于郡国者。
目前所见的秦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并未见县编造“集簿”，“上计”于郡国的实
例。汉制，郡守“常以春行所主县，劝民农桑，振救乏绝。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，平其罪
法，论课殿最”④。县“丞尉以下，岁诣郡，课校其功”⑤。郡县的主要官吏每年至少会面
两次，似乎也不必像郡国上计于朝廷那样，上计于所属郡。汉代“计断九月”，九月之后，
岁尽之前，郡国便要向朝廷上计。路途遥远之郡国，计吏十月便要上路，从时间上看，似乎
也等不及县邑“秋冬集课，上计于所属郡国”。要言之，秦汉史籍所说的上计，都是指郡国
向中央政府的“上计”，而不是县向郡国，郡国向中央政府的两级上计。《后汉书·百官志 》
及其胡广注很可能是将属县“丞尉以下，岁诣郡，课校其功”误认为属县向郡国的上计。
最后还要谈谈计簿不实问题。汉书的上计制度相当严密，对安排国家财政预算起到良
好的作用。但也存在弄虚作假，报喜不报忧的情况。元封四年（公元前107年），汉武帝就
以“今流民愈多，计文不改”责备丞相石奋失职⑥。黄龙元年（公元前49年）二月汉宣帝诏
也谈到“上计簿，具文而已，务为欺谩，以避其课”⑦。汉元帝朝，御史大夫贡禹也说过，
汉武帝“功大威行，遂从耆欲，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吏，是
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。郡国恐伏其诛，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
上府者，以为右职”。汉武帝与汉宣帝时期都是吏治较好的时期，《计簿》仍有不实情况，
吏治败坏时期，就更不必说了。因此，我们在讨论汉代上计制度的作用时，不能不注意这一
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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